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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作用 

赵璟 靳珍
1
 

【摘 要】：利用西部地区城市群 2004-2018年面板数据，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

增长对公共健康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总结了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研究结果表明，

在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直接对公共健康水平产生 U型曲线影响，经济增长以教育水平为中介正向影响公共健

康水平，经济增长作为调节变量抑制了教育水平对公共健康水平的正向影响，并且城市群公共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

正向空间关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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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正式实施，公共健康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西部地区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公共健康水平与东部、中部地区差距较大。在“西部大开发”

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下，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各大城市群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人口的

高度集中区。但是这些城市群经济快速增长是否能直接改善公共健康，城市群经济增长在西部地区践行“健康中国战略”中的

角色是什么，如何协调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与公共健康间关系等成为影响西部地区实现全民健康的重大问题。 

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现有研究发现，收入、环境污染、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等因素对公共健康产生

显著影响。杨继生等(2013)发现经济增长通过收入效应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提升公共健康水平，

但却会通过替代效应增加居民的心理负担，引发各种疾病。张芬和邹薇(2010)发现经济增长通过提升个人收入水平，使居民能

够享受更优越的医疗卫生资源及教育资源，增加自身健康存量。Ebenstein等(2015)认为空气污染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健康收益不

匹配的重要原因，城市经济增长正向显著影响居民预期寿命，颗粒物污染负向显著影响居民预期寿命。 

现有研究大多将经济增长作为公共健康的一个直接影响因素纳入分析，而较少考虑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间接作用(曲卫华

和颜志军，2015)。因此，本文以西部地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引入经济增长与其他公共健康影响因素的交叉项，分析经济增长

对公共健康的作用机制及可能的间接路径。另外，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较少控制数据的空间依赖性，鉴于忽视空间依赖性可能

导致推论错误或不准确的模型估计，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二、作用机制假说 

Mushkin(1962)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认为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要以健康资本为基础。在此基础上，

Becker(1964)研究了以时间和收入作为预算约束条件、健康作为消费品时，个人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健康需求理论模型。

Grossman(1972)将健康作为消费品和投资品，并在 Becker(1964)及 Mushkin(1962)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建立健康生产函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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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卫生医疗、教育、个人居住条件、健康投资时间等都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此后，Alberini等(1997)在 Grossman(1972)

的健康生产函数基础上发现环境污染也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且严重的环境污染会加快个人健康折旧率。基于曲卫华和颜志

军(2015)建立的宏观健康生产函数，本文认为经济、环境、教育、医疗等均为公共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建立如下健康生产函

数： 

 

其中，H 表示区域公共健康水平，A 表示初始公共健康水平，Y 表示影响公共健康的经济增长因素，S 表示影响公共健康的

社会因素，E 表示影响公共健康的教育因素，M 表示影响公共健康的医疗因素，P 表示影响公共健康的环境因素，Z 表示影响公

共健康的其他因素，a、b、c、d、e、f分别表示各影响变量投入的弹性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 

基于前期研究，经济增长可能对公共健康产生如下影响： 

(1)经济增长直接影响公共健康，但是影响方向并不确定。 

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会增加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有利于公共健康；另

一方面，经济增长会提升居民之间的竞争压力，从而使得居民增大工作强度，减少空闲时间，不利于公共健康(杨继生等，2013)。 

(2)经济增长通过环境污染影响公共健康。 

环境污染负面影响公共健康，但是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首先，环境污染越严重，所在区域的居民通

过锻炼提升健康存量的效率越低。其次，工业废水、烟尘和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会增加居民心血管病、中风、慢性阻塞性肺

病和肺癌等疾病风险，影响居民的身体机能，加快健康资本折旧速率。再次，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Wang和

He,2019):一方面，产出规模扩张带来了能源和水资源消耗的增长，这些都会加重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产出规模扩张可能因其

规模经济节省资源消耗，还会因其环境正外部性促进环境创新和绿色技术溢出，有利于治污设施共享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减

轻环境污染。最后，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环境污染产生复杂影响。 

(3)经济增长通过教育影响公共健康。 

首先，经济增长会增加政府对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提高教育质量及教育规模，有利于提升居民的教育水平。其次，教育

水平一方面直接影响个人对健康的认知能力以及为提高健康而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从而影响个人的健康行为；另一方面间接

改变居民收入、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等，为健康提供基础保障；但高等教育也会拉大居民的收入及社会地位差距，增强低收入

者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恶化居民健康。最后，经济增长不仅可能以教育水平为中介影响公共健康，还可能作为调节变量影响

教育水平对公共健康的作用。 

(4)经济增长通过医疗卫生影响公共健康。 

经济增长水平越高，所在地区的政府基于社会需求会增大公共卫生支出，扩容医疗卫生资源。首先，医疗卫生水平较高的

区域，医疗卫生资源比较丰富，方便居民就近就医，从而降低因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其次，医疗卫生水平的进步，会提升各种

疑难杂症的治愈力度，有效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曲卫华和颜志军，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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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增长通过城镇化影响公共健康。 

首先，经济增长会加强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及有效配置，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带动企业集聚，提升城镇化水平。其次，城

镇化能够通过加强医疗、教育等资源集聚，为公共健康提供基础保障。但是城镇化水平提升也加剧了噪声污染、交通拥挤等问

题，这种“拥挤效应”会损害居民健康。 

(6)经济增长调节科学技术进而影响公共健康。 

首先，科学技术发展为提高医疗技术、改进医疗管理模式、创建健康监测体系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刘卓，2018)。其次，

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地区一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资源，也会集聚大量高素质人才，这些会放大地区科学技术水平对公共健

康的促进作用。 

综上，本文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公共健康，同时还可能以环境污染、教育、医疗卫生、城镇化为中介对公共健

康产生影响。另外，经济增长也可能调节教育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对公共健康的作用。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作用机制见图 1。

藉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作用机制假说： 

假说 1:经济增长直接影响公共健康； 

假说 2:经济增长通过环境污染影响公共健康； 

假说 3:经济增长通过教育影响公共健康； 

假说 4:经济增长通过医疗卫生影响公共健康； 

假说 5:经济增长通过城镇化影响公共健康； 

假说 6:经济增长调节教育水平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假说 7:经济增长调节科学技术水平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图 1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作用机制 

注：虚线表示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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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1.模型构建 

为了系统探索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结合 He等(2020)的设定，细化健康生产函数式(1),加入经济增长的

高次项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非线性作用，加入经济增长与教育水平的交叉项、经济增长与科学技术水平的交叉

项以检验经济增长是否作为调节变量调节教育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进而影响公共健康，具体见式(2): 

 

其中，H表示公共健康水平，gdp表示经济增长水平，pol表示环境污染水平，edu表示教育水平，doc表示医疗卫生水平，

urb表示城镇化水平，tech表示科学技术水平，stru表示产业结构，α表示初始健康存量，βi表示各变量对公共健康水平的影

响系数，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i表示第 i个观测区域，t表示观测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区域的环境污染、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可能会通过风向、交通等途径对周边区域的公共健康产生影

响。因此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并使用空间面板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空间计量模型主要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 

(1)空间滞后模型 

 

其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ρ为空间相关系数，WlnH表示公共健康的邻近效应，其他变量含义与式(2)相同。 

(2)空间误差模型 

 

其中，μ表示随机误差项，空间误差系数λ度量空间关联地区关于公共健康水平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公共健康水平

的影响，ε表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其他变量含义与式(2)相同。 

(3)空间杜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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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θWlnX表示相邻区域的所有解释变量 X的空间溢出对本区域被解释变量 H产生的影响，系数θ表示影响的方向和程

度，其他变量含义与式(2)相同。 

式(3)、(4)、(5)中的空间权重矩阵 W均采用两区域距离倒数的平方来表示，具体见式(6): 

 

其中，dij表示第 i个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与第 j个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 

2.指标选择 

(1)被解释变量： 

公共健康。宏观层面的公共健康概念内涵较广，既包括客观状况，又包括主观感受。鉴于疫苗接种率、婴幼儿死亡率等指

标过于微观，不足以全面反映宏观层面的健康水平，而预期寿命相关数据大多为国家层面，因此借鉴曲卫华和颜志军(2015)的

设计，采用人口死亡率表征公共健康水平。一般情况下，人口死亡率越高，公共健康水平越差。 

(2)核心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以 2004年人均 GDP为基期，利用 GDP平减指数计算出各年份的实际人均 GDP,表征经济增长。 

(3)中介变量。 

环境污染变量选取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教育水平选用地方财政教育事

业费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医疗卫生水平选取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来衡量；城镇化水平选取城市户籍人

口密度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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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变量。 

选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选用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

重衡量科学技术水平。 

具体指标见表 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3.数据来源说明 

借鉴方创琳等(2016)对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空间划分，并参考赵璟等(2009)对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划分标准，确定西部地区的

城市群包括：成渝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南北钦防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兰白西城市群、银川平

原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和酒嘉玉城市群。另外，由于兰白西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和酒嘉玉城市群内大多数城市的公共

健康指标数据缺失较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将这三个城市群剔除，选择其余七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见表 3。

需要说明的是，2018 年 2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扩展了以往关中城

市群五市一区的范围，但为了保持样本的一致性，本文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 2009 年印发的《关中城市群建设规划》、陕西省交

通厅发布的《关中城市群城际铁路网规划》等文件对关中城市群的界定，将关中地区五市一区作为关中城市群的范围。2017 年

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在南北钦防城市群的基础上增加了玉林市、

崇左市以及广东省、海南省的若干城市。而广东省和海南省不属于西部地区，因此本文仍使用南北钦防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之

一。由于关中城市群内杨凌区的数据缺失较多，滇中城市群内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数据缺失较多，因此将其剔除。 

表 1变量说明及指标选择 

变量 变量解释 指标选择 单位 

H 公共健康 人口死亡率 ‰ 

gdp 经济增长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人 

SO2 环境污染指标 1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人 

YC 环境污染指标 2 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 吨/人 

WW 环境污染指标 3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吨/人 

edu 教育水平 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重 % 

doc 医疗卫生水平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人/万人 

urb 城镇化水平 城市户籍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tech 科学技术水平 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重 % 

stru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 

 

表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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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H 105 5.306 0.884 3.209 6.787 

gdp 105 26225 21295 5764 110977 

SO2 105 0.028 0.025 0.002 0.106 

YC 105 0.013 0.014 0.001 0.064 

WW 105 14.193 8.715 3.299 44.855 

edu 105 16.750 3.029 10.191 23.122 

doc 105 21.365 7.991 8.749 53.664 

urb 105 533.055 223.831 161.845 884.918 

tech 105 0.934 0.528 0.157 2.784 

stru 105 0.469 0.053 0.290 0.556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空间相关性检验 

利用全域莫兰指数(Moran’sI)检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及公共健康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见表 4。 

表 4 显示：2004-2018 年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全域 Moran’sI 均为正值，并且全部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西

部地区城市群公共健康的全域 Moran’sI 也均为正值，并且除 2013 年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外，其余年份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这说明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及公共健康均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 

表 3西部地区城市群 

城市群 城市 中心城市 

成渝城市群 
重庆市、成都市、自贡市、泸州市、德阳市、绵阳市、广元市、遂宁市、内江市、 

乐山市、南充市、眉山市、宜宾市、广安市、达州市、雅安市、巴中市、资阳市 
重庆市成都市 

滇中城市群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彝族自治州 昆明市 

关中城市群 西安市、咸阳市、铜川市、宝鸡市、渭南市、杨凌区 西安市 

呼包鄂城市群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 呼和浩特市 

南北钦防城市群 南宁市、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 南宁市 

黔中城市群 贵阳市、遵义市、安顺市 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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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平原城市群 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 银川市 

 

表 4 2004-2018年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水平和公共健康水平的全域莫兰指数值 

年份 经济增长水平 公共健康水平 年份 经济增长水平 公共健康水平 

2004 
0.4611*** 

(3.6293) 

0.5853*** 

(4.6618) 
2012 

0.5843** 

(4.9334) 

0.4349*** 

(3.5186) 

2005 
0.4960*** 

(4.1257) 

0.5271*** 

(4.4415) 
2013 

0.5716*** 

(4.6895) 

0.3695*** 

(2.8852) 

2006 
0.5367*** 

(4.6434) 

0.5413*** 

(4.3556) 
2014 

0.5605*** 

(4.8558) 

0.2886** 

(2.3233) 

2007 
0.5588*** 

(4.4741) 

0.5123*** 

(4.0398) 
2015 

0.5520*** 

(4.4087) 

0.4643*** 

(3.8153) 

2008 
0.5689*** 

(4.6644) 

0.6733*** 

(5.1308) 
2016 

0.5418*** 

(4.5620) 

0.4383*** 

(3.5813) 

2009 
0.5856*** 

(4.8194) 

0.2609** 

(2.2115) 
2017 

0.5343*** 

(4.3852) 

0.4696*** 

(3.6368) 

2010 
0.5882*** 

(5.0055) 

0.4412*** 

(3.6164) 
2018 

0.5114*** 

(4.4858) 

0.3143*** 

(2.6526) 

2011 
0.5899*** 

(4.9394) 

0.4866*** 

(3.8013)    

 

2.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机制检验 

依据 Anselin和 Smirnov(1996)的判断原则选择空间计量模型，具体步骤如下：对模型作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对比拉格朗日

乘数统计量 LM-Lag 和 LM-Error;若均不显著，则无需进行空间计量分析；若只有一个显著，则设定为与显著统计量对应的空间

计量模型；若均显著，再对比 RobustLM-Lag 和 RobustLM-Error,选择显著(相对显著)的统计量对应的空间计量模型，若两个统

计量都显著，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5。选择三类环境污染指标进行检验发现，LM-Lag及 RobustLM-Lag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 LM-Error和 RobustLM-Error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LM)更合适。 

(1)直接作用与中介作用机制检验。 

第一步，检验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总效应。如果检验系数显著，则存在总效应；反之，总效应不存在。

检验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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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各变量含义与式(3)相同。 

第二步，将经济增长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将环境污染水平、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城镇化水平依次作为被解释变量，

判断经济增长是否会影响这四种因素。第三步，检验经济增长及各解释变量对公共健康的影响程度。第四步，综合前述结果，

如果总效应存在，再看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各变量的系数是否显著不为零，若是则存在中介效应，若系数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

参考温忠麟等(2005)提出的索贝尔(Sobel)检验过程，进一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如果第二步和第三步中的中介变量系数均

不显著，则中介效应不存在。 

表 5环境污染指标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统计值 显著性水平 p值 统计值 显著性水平 p值 统计值 显著性水平 p值 

LM-Lag 15.017 0.000 14.747 0.000 8.145 0.004 

Robust LM-Lag 15.881 0.000 15.490 0.000 8.667 0.003 

LM-Error 1.356 0.244 0.966 0.326 0.361 0.548 

Robust LM-Error 2.220 0.136 1.709 0.191 0.884 0.347 

 

(2)调节作用机制检验。 

第五步，与第三步检验结合，纳入交叉项检验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即采用式(3)检验经济增长水平与教育水平的交叉项、经

济增长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的交叉项系数的显著性，判断调节作用是否存在。 

第一步检验结果见表 6。西部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总效应均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但是，空间相关系数 ρ 没有

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邻近城市群的公共健康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第二步检验结果见表 7。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对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是，经济增长并未显著影响工业废水排放量，说明当环境污染指标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时，环境污染不是经济增长影响公共

健康的中介变量。 

表 6总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总效应模型 

lngdp 0.9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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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dp)2 -0.043**(-2.11) 

ρ 0.011(0.080) 

R-sq 0.125 

 

表 7中介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 

变量 lnSO2 lnYC lnWW lnedu lndoc lnurb 

lngdp 
0.209** 

(2.07) 

0.432*** 

(4.02) 

0.033 

(0.45) 

0.107*** 

(5.21) 

0.327*** 

(12.02) 

0.119* 

(1.94) 

 

进一步将公共健康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经济增长水平及其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纳入交叉项，在混合面板回归的基础

上进行豪斯曼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8。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用不同的环境污染变量回归时，大于卡方分布临界值的概率

(prob>chi2)都小于 0.01,所以应该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E)。 

表 8豪斯曼检验结果 

不同的 

环境变量 

卡方检验统计量 

(chi2) 

大于卡方分布临界值 

的概率(prob>chi2) 

SO2 22.46 0.0010 

YC 23.94 0.0005 

WW 19.49 0.0034 

 

此外，在豪斯曼检验的基础上进行 LR 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9。用不同的环境污染变量回归时，双固定效应模型均优于个体

固定效应模型以及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因此，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第三步检验，结果见表 10。 

表 9固定效应检验结果 

不同的 

环境变量 

固定效 

应类型 

卡方检验 

统计量(chi2) 

大于卡方分布 

临界值的概率 

(prob>chi2) 

SO2 

time 35.25 0.0001 

ind 40.33 0.0000 

YC time 27.05 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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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 33.49 0.0002 

WW 

time 25.60 0.0043 

ind 34.43 0.0002 

 

表 10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间接作用检验结果 

 
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固定)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双固定)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lngdp 
-2.731* 

(-1.82) 

-2.343 

(-1.58) 

-2.425 

(-1.62) 

-2.049** 

(-1.73) 

-1.844 

(-1.45) 

-1.811 

(-1.41) 

(lngdp)2 
0.067 

(1.33) 

0.053 

(1.07) 

0.057 

(1.14) 

0.039 

(0.98) 

0.032 

(0.75) 

0.030 

(0.68) 

lnSO2 
0.034 

(1.17) 
- - 

0.100*** 

(2.99) 
- — 

lnYC - 
0.026 

(0.95) 
- - 

0.029 

(0.96) 
— 

lnWW - - 
0.003 

(0.08) 
- - 

0.035 

(0.90) 

lnedu 
-5.330*** 

(-2.67) 

-4.793** 

(-2.45) 

-4.836** 

(-2.46) 

-4.783*** 

(-3.07) 

-4.026** 

(-2.48) 

-3.931** 

(-2.40) 

lndoc 
0.042 

(0.79) 

0.031 

(0.61) 

0.030 

(0.58) 

-0.012 

(-0.30) 

-0.013 

(-0.31) 

-0.009 

(-0.20) 

lnurb 
-0.230 

(-1.09) 

-0.203 

(-0.96) 

-0.203 

(-0.96) 

-0.173 

(-1.06) 

-0.200 

(-1.15) 

-0.211 

(-1.23) 

lntech 
0.082 

(0.22) 

0.065 

(0.17) 

0.094 

(0.24) 

0.260 

(0.67) 

0.127 

(0.31) 

0.081 

(0.19) 

lnstru 
0.478*** 

(2.96) 

0.477*** 

(2.95) 

0.472*** 

(2.87) 

0.590*** 

(4.29) 

0.530*** 

(3.73) 

0.541*** 

(3.73) 

lngdp×lnedu 
0.529*** 

(2.68) 

0.478** 

(2.47) 

0.481** 

(2.47) 

0.489*** 

(3.20) 

0.418*** 

(2.62) 

0.406** 

(2.52) 

lngdp×lntech 
-0.009 

(-0.25) 

-0.007 

(-0.18) 

-0.010** 

(-0.26) 

-0.024 

(-0.66) 

-0.009 

(-0.23) 

-0.005 

(-0.13) 

ρ - - - -0.578*** -0.495***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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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2.92) (-2.95) 

R-sq 0.517 0.510 0.487 0.516 0.409 0.640 

 

表 10 中的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表示在没有控制空间依赖性时，选择不同的环境污染指标，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对

公共健康影响的固定效应结果；模型 4、模型 5、模型 6表示在控制了空间依赖性之后，选择不同的环境污染指标，西部地区城

市群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影响的双固定效应结果。 

综合表 7和表 10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公共健健康，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教育水平及医疗卫

生水平对公共健康产生影响，同时还调节了教育水平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具体来看，第一，环境污染在表 10的 6个模型中只有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显著影响了公共健康，其他两种污染物排放量均没有显著影响公共健康。这可能是因为工业烟尘和工

业废水均属于污染物排放，而不像 SO2、PM2.5、PM10等与健康直接相关。第二，教育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即教育水平提升有利于

公共健康。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提升会增加居民对健康的认知能力，促使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通过健康投资减少患

病风险。第三，医疗卫生水平的系数在表 10的 6个模型中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曲卫华和颜志军(2015)等研究结果不同。可能

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医疗资源配置不公平，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指标未能准确刻画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医疗卫生水平。

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人口空间分布比较分散，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并且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水平较差、居民距离医疗机构较

远。第四，城镇化水平在表 10的 6个模型中均未显著影响公共健康。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存在大量“半城市化”

现象，本文在计算城镇化水平指标时使用城市户籍人口而不是城市常住人口，没有贴切地刻画城市人口集中度对居民健康的影

响。第五，经济增长水平与教育水平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增长负向调节居民教育水平对公共健康水平的正向作用，

即经济增长削弱了教育水平对公共健康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经济增长水平高的地区，居民在教育水平提升的同时也要

承担更大的工作强度及工作时间，甚至还会由于社会地位差距、竞争压力等而产生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因而负向影响了居

民健康。第六，科学技术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公共健康水平，并且表 10 模型 4、模型 5 和模型 6 中经济增长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

交叉项也没有显著影响公共健康水平。这可能与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科技资源分布不均有关，虽然总体上政府科技投入在不断

增长，但是一方面从科技投入增加到医疗技术提高、为医疗管理模式和健康监测体系提供有效技术支撑之间存在时滞，另一方

面这些可能的技术支撑对广大农村地区影响微弱。 

同时，由于表 7和表 10检验结果中部分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因此为了判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分别对人均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城镇化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水平进行索贝尔(Sobel)检验，结果见表 11。这些变量均不是经济增长

影响公共健康的中介变量，说明经济增长并没有以环境污染、城镇化以及医疗卫生水平为中介影响公共健康。另外，表 10中模

型 4、模型 5 和模型 6 中空间相关系数 ρ 均为负，且均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相邻城市群的公共健康发展存在显著的正

向空间关联效应。 

表 11索贝尔检验结果 

 
pol a b Sa Sb Sobel 显著性水平 p值 结论 

lnSO2 - 0.209 0.100 0.101 0.304 0.325 0.745 中介效应不显著 

lnYC - 0.432 0.029 0.107 0.030 0.940 0.347 中介效应不显著 

lnurb SO2 0.119 -0.173 0.087 0.164 -0.835 0.403 中介效应不显著 

lnurb YC 0.119 -0.200 0.087 0.174 -0.880 0.379 中介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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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urb WW 0.119 -0.211 0.087 0.172 -0.913 0.361 中介效应不显著 

lndoc SO2 0.327 -0.012 0.027 0.041 -0.292 0.769 中介效应不显著 

lndoc YC 0.327 -0.013 0.027 0.043 -0.302 0.762 中介效应不显著 

lndoc WW 0.327 -0.009 0.027 0.043 -0.209 0.834 中介效应不显著 

 

(3)影响机制总结。 

首先，直接作用机制存在。经济增长直接影响了公共健康，而且这种影响呈现 U 型曲线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

高，公共健康水平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假说 1 成立。其次，中介作用机制部分存在。经济增长显著提升了教育水平，并以

教育水平为中介变量影响了公共健康水平。具体来看，经济增长通过提升教育水平从而正向显著影响公共健康水平，假说 3 成

立。环境污染、城镇化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水平并没有显著影响公共健康水平，假说 2、假说 4和假说 5不成立。最后，调节作用

机制部分存在。经济增长负向调节了居民教育水平对公共健康的正向作用，不利于公共健康水平的提升，假说 6 成立。经济增

长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的交叉项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即经济增长没有调节科学技术水平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假说 7 不成

立。 

将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机制归纳成图 2。 

 

图 2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作用机制 

注：“+”表示增强，“-”表示削弱；虚线表示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西部地区 7个城市群 2004-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直接作用、

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总结了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的作用机制与效果。主要结论如下： 

(1)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存在 U型曲线的直接作用，即早期经济增长水平提升会导致公共健康水平恶化，但

是随着经济增长水平持续上升，公共健康水平会逐渐改善。 

(2)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提升了城市群内教育水平，同时教育水平提升显著改善了公共健康水平。 

(3)西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作为调节变量，负向调节了教育水平对公共健康水平的正向影响。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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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提升会提高居民的健康认知能力，减少患病风险，但是在经济增长水平高的地区，居民在教育水平提升的同时也要承担由

于社会地位差距和竞争压力而产生的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而这些会负向影响居民健康。 

(4)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公共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即单个城市群公共健康水平提升能够促进其相邻城市群的公

共健康发展。另外，城镇化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均未显著影响城市群公共健康。 

根据上述结论，针对西部地区城市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继续保持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

投资力度，实现居民收入与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步提升，为居民身心健康提供经济保障。第二，进一步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

制，早日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加快医疗卫生服务由覆盖式管理转化为精细化

管理的速度，加速医疗资源分配均等化。第三，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及扩大教育规模，加强健康宣传，减少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对居民健康的威胁。第四，加强医疗技术方面的财政资金投入，特别是重点支持与医疗管理模式创新、健康监测体系构建相关

的技术，扶持农村地区健康监测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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